
论安史之乱和会昌灭佛对唐幽州佛教的影响 

——以《大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铭并序》为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副研究馆员  尤李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大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铭并序》（简称《真性大德神

道碑》），拓展分析了安史之乱和会昌法难对唐幽州佛教的影响，揭示出中晚唐幽州－卢龙镇

佛教之特性。幽州地区律宗繁盛，出现学问修行都很高的代表人物真性大德。安史之乱对北

方佛教造成巨大冲击，但幽州的经济条件仍然十分优越，云居寺在战乱后仍很兴盛，得到众

多富裕施主的供养。这为精深佛学研究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中晚唐以降，朝

廷屡次下诏禁止私度僧尼。但幽州节度使却毫无顾忌地在自己的辖区内邀请高僧开设戒坛度

僧。这与安史之乱后，幽州－卢龙镇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俨然成为“独立王国”密切相

关。幽州与唐廷在政治上的隔阂和争斗并不影响幽州与长安在佛教文化方面的互动。在会昌

毁佛期间，幽州地区受自然条件、手工业门类限制，佛教功德事业受到影响，与河东地区的

佛教文化交流暂时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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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和“会昌毁法”是讨论中晚唐幽州地区的佛教与社会时不容回避的两个重

大事件。以往学界对这两大事件给整个唐朝的佛学研究、佛教的破坏和冲击讨论颇多，但是

迄今似无专文探究它们对幽州佛教的影响。 

《大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铭并序》详细记录了中唐时期活跃在幽州良乡县（今

北京房山区）云居寺的一位高僧——真性大德的生平。这方典型的神道碑背后牵动的问题甚

多，能延伸讨论安史之乱和会昌灭佛对幽州佛教的影响。现将《大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

道碑铭并序》（下文简称《真性大德神道碑》）录文并标点如下，以备分析讨论。“《[大]唐云

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铭并序》，灊江栖夷子何筹撰，前卢龙节度驱使官张景琮书并篆额。”

碑文曰： 

昔者金人教演西方，化流东土。神功莫测，妙用难穷。日月不能拟其明，圣贤无以究其

奥。历河沙之世界，论亿劫之修行。既立三乘，又开不二。执之则」纤毫有别，契之则丝发

无差。共证菩提，俱登解脱。巍巍荡荡，无得而称。末代宗徒，随性而入。 

大德讳真性，俗姓史氏，涿郡范阳人也。爰祖及父，晦迹夷名，嘉遁」林泉，勤业皋垄。

大德逸步孤立，介然而贞。性自天钟，议非师得。观色身之假立，潜趣真宗；知至道之可求，

精修梵行。既端清而秉志，乃受具」以依年。薰然律风，辉振前古。万行由兹浸起，六事于

是齐修。坚刚迥持，清净靡杂。狂风虽振，宁摇赤箭之茎；欲浪徒翻，不着青莲之色。割烦

恼之系，」利蕴刜钟；断贪爱之缘，铓含切玉。而乃听读忘倦，慈忍兼习。操持勇猛，佩服

精进。非唯二百五十净戒，洞达玄关；抑以八万四千法」门，游泳真际。则知鸿鹄飞翔，必

造云霄之上；龙象趺跃，宁留沼沚之间？繇是四远向从，一方瞻敬。高行善节，时为美谈。 

顷者，合寺耆年至」于初学，同诚壹志，请朵寺纲。大德固执撝谦，抑而不许。乃曰：

“云山异境，禅律杂居。若非通明，何以悦众？”」大德曰：“顾无揵连统众之术，且乏末田

乞地之功。凡练纪纲，必资德业。非安于己，不利于人。”寺众愈坚其辞，志不可夺，乃唱



言曰：“佛刹」戒严，固难条贯。考详视履，非上德而谁？师之不从，吾将安附！”三请而后

许之。四众欣然，合寺相贺。 

大德至性平等，慧用圆明。规绳既」陈，高卑自序。奉精勤以敬，策堕慢以严。共乐推

诚，咸称悦服。遂使施财者松门继踵，赍供者溪路相望。佛宇益崇，常住滋赡。是知道行」

高而归依云赴，福德具而感应响从。又以巾锡之余，床榻之外，曾于本院别起道场。请高行

数人转藏经七遍。大德宿植精进，」专至饶益。襦寒饭餧，每损节其衣盂；拯溺持癫，宁顾

蹈其水火。殊踪异行，难可思量。寒暑屡移，始终一贯。 

元和中，廉察使相国彭城」刘公慕其高节，亟请临坛。手字叠飞，使车交织。大德以情

田不产，鉴用忘机。久处山林，已遂平生之志。那能师证，更登名利之场？徒」观马胜之威

仪，谁识罗侯之密行？恳写牢让，持坚不回。暨大和有九祀，方伯司徒史公之领戎也，常目

重山，聆风仰德。乃曰：“昔三藏」传经于天竺，六祖弘化于曹溪。方知涿鹿名区，时有异

人间出。佛法渐远，吾宗继明。益倾南望之诚，兼陈北巷之敬。”奇香异药，上服名」衣，

使命往来，难可称计。以其年季秋下旬有三日，示疾，归寂于本寺东院。俗年八十四，法岁

六十五。猿马悲鸣，松筠改色。凄凉士」庶，喟悼元戎。于戏！火宅方然，羊车脱辐。师之

已矣，人何归依！  

大德学行该通，威德端肃。所依上足，皆是名人。难具升堂，聊书入」室曰仲说、恒智、

鉴直、惠增、志千、文展、宝定等七人焉。惟增也早岁辞乡，游京就学。曾于荐福寺讲《大

花严经》，声振洪都，艺交清级。众」称开士，时谓入流。细行密用，难具详纪。直与千业

擅小乘，学游多地。尽得南山之要，皆扬东塔之能。彼四人者，精通秘奥，博达多闻。虎步

莲」宫，鸾翔梵苑。感师之教，报师之恩。焚棺于碧岫之阳，起塔于清流之左。虽朝昏展敬，

未尽所诚。更议刊乎贞珉，纪其盛德。良工方购，朴而」未形。俄属先朝大兴沙汰，寺皆毁

废，僧遁林岩。洎佛日重明，屡更星岁。七人之内，唯宝定存焉。其诚则深，其力不置。有

说公门」人前寺主僧弘信，即释门之孙也。戒律清肃，义心坚勇。悲本师之早殁，宿志未陈。

与定公之相扶，再议崇立。访余以至，感而直书。冀」巡礼往来，披文知行。铭曰：」 

圆觉真乘，多不能造。吾师正性，尽入其奥。操持净行，契叶流教。意马忘奔，心猿不

踔。戒月圆满，律风清凉。白璧无点，明珠有光。」利根精进，密行包藏。破暗灯炬，济难

舟航。宰寺开经，施财供食。但益勤励，曾无退息。时遵其义，众悦其德。不可思议，多所

饶益。」法性无灭，色身有移。悲缠上足，追慕先师。既崇灵塔，又立丰碑。遗风余烈，千

古长垂。」 

咸通八年丁亥岁十一月四日建。 

一、真性大德的律行和中晚唐幽州地区的律宗 

书写《真性大德神道碑》并篆书碑额的是“前卢龙节度驱使官张景琮”。严耕望先生勾

稽文献和石刻材料中驱使官的记录，认为：在安史乱前节度使府中已有驱使之职，但具体职

掌不详。因此，《真性大德神道碑》的书写者张景琮属于幽州－卢龙节度使府的僚佐。此碑

于唐懿宗咸通八年（867 年）刻成，时任幽州节度使为张允伸。既然张景琮系“前卢龙节度

驱使官”，那么，他很可能是张允伸的前任张仲武、张直方或周綝使府中的僚佐。 

据碑文所述，真性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 年）去世，“俗年八十四，法岁六十五”。照



此推断，他当生于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 年），在唐代宗大历五年（770 年）受具足戒，经

历了安史之乱。 

真性大德在云居寺和整个幽州地区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律僧。《真性大德神道碑》称他

“薰然律风，辉振前古。万行由兹浸起，六事于是齐修”。“六事”即菩萨欲成就六度之行所

修之六事，即“六波罗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真性自身修行颇高，

成为释门龙象、法界栋梁，所以“四远向从，一方瞻敬。高行善节，时为美谈”。 

真性还擅长禅法。按《真性大德神道碑》所记，众僧请真性担任云居寺住持，称“云山

异境，禅律杂居。若非通明，何以悦众”？此段文字暗示当时的云居寺兼行禅宗和律宗，真

性为禅律皆通之高僧。在这样的情形下，众僧极力主张有才德而威望高的真性来主持大局。

真性成为住持后，“四众欣然，合寺相贺”，即获得僧俗界信徒的广泛认可。 

据敦煌文书 S.529 背面《诸山圣迹志》所载，在后唐时期，一名云游僧人从盘山到幽州

城，又“南行百余里至石经寺，大藏经文并镌石上。云轩皇龛月殿，迥若天宫。律门洋洋，

禅流济济”。石经寺即云居寺。可见直到后唐时代，云居寺仍然禅律相间。 

在佛教宗派中，最深刻、最富于理论色彩的当推法相宗和华严宗。自 8 世纪中叶以后，

士人越来越相信，真正的佛教信仰不在经典的阅读和研习中，而应在习禅与持律中。8、9世

纪之间的佛教文献中，似乎佛教的理论兴趣突然丧失，人们似乎更愿意接受律师、禅师们的

实践性修行方式和解脱途径，修行中禅律并重。因此，在这一时代，幽州云居寺禅律并行，

与中晚唐全国的佛教发展轨迹一致。 

在唐前期，道宣创立律宗（称“南山宗”）之后不久，怀素又创立新章（称“东塔宗”），

分别形成旧疏与新疏。律宗一直存在新、旧二疏之争，经过唐代宗朝的争论和刊定，到唐德

宗即位，皇帝下诏新、旧两疏并行。在长安如此，在幽州云居寺，似乎也是新、旧二疏兼容。

如《真性大德神道碑》说真性的弟子鉴直与志千“业擅小乘，学游多地。尽得南山之要，皆

扬东塔之能”。 

按房山云居寺《山顶石浮图后记》所述，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唐玄宗接受金仙公主

的建议，将开元藏经送到幽州良乡县云居寺。负责送经的就有“京崇福寺沙门智升，检校送

经临坛大德沙门秀璋”等。陈金华先生将秀璋比定为《宋高僧传》中的秀章。倘若这一推论

成立，从东塔律师怀素临终前对秀章说“余律行多缺，一报将终”来看，秀章很可能也是一

位东塔宗的律僧。徐文明先生就此认定秀章肯定是怀素的亲传弟子。徐先生提出怀素为东塔

宗的创始人，传弟子思恒、秀章，且智升可能是秀章的弟子。照此推断，智升和秀章都曾经

前往云居寺送经，他们可能同时也将东塔宗学说传播到幽州地区。 

《宋高僧传》之《明律篇》收录的高僧多为南方人，而且出生于南方贵族家庭。徐文明

和陈怀宇先生认为：律宗始祖道宣的家世系南方贵族，正是他将南方的佛学传统带入律宗。其实，

在北方地区，佛教色彩浓厚的幽州也建有不少律寺。在唐前期，幽州地区亦有习“南山律”

之高僧。如“燕代高僧”向南山宗的玄俨学习。从安史之乱后，直到晚唐，幽州的律宗仍然

富有盛名。除了云居寺的律大德真性，还有来自江都禅智寺的释从审在唐懿宗咸通五年（864

年）“受具戒于燕台奉福寺律席经筵，遍知尝染，后并三衣成五纳”。从审从遥远的江南地区

云游至河北北部的幽州受具足戒，足见幽州律宗之声名。 

除云居寺外，幽州城内著名的悯忠寺也是一座大型律寺。在晚唐五代时期，有一些高僧



在此活动。如“释可止，姓马氏，范阳大房山高丘人也。年甫十二，迥有出俗之心，依悯忠

寺法贞律师”。“释僧照，姓张氏，范阳人也。年十四出家，投悯忠寺。”“释师律，范阳人也，

姓贾氏，大丞相魏国公躭之后，《唐书》有传。律弱龀端谨，不与群童斗伎。裁（才）十五

岁，于悯中（忠）寺落发，礼贞涉为师。” 另外，幽州的宝刹寺亦有律僧。唐文宗大和七年

（833 年）四月八日，房山石经《佛说七俱肛（胝）佛大心准提陀罗尼经》额题有幽州“云

居寺大德僧真性，宝刹寺大德僧玄素，宝刹寺律座主僧惟简”。 

直至辽朝，幽州地域的律宗仍然繁盛。辽南京（即唐幽州城）建有许多大型律寺，其规

模令人咋舌。金初出使的宋朝使者洪皓写道：“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

自南僧至，始立四禅，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 

二、中晚唐幽州佛教发展的物质条件 

安史之乱迫使唐代的宗教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寺院作为贵族化经院佛学的依托，一旦在

战争中衰败，佛教的经院学术与理论研究就失去了条件。在叛乱之后，依托于大寺院、需要

大家族供养的、依靠译经、讲经、论辩、造疏维持的佛教理论兴趣逐渐衰退，精深的佛学研

究成为一种“奢侈”，崇尚义学的风气渐渐消解。 

法藏敦煌文书 P.3608 背面、P.3620《讽谏今上破鲜于叔明令狐垣等请试僧尼及不许交

易书》载：在安史之乱后，“天下寺舍，翻作军营；所在伽蓝，例无僧饭”。宝应元年（762

年）八月，唐代宗颁布诏令：“如闻州县公私，多借寺观居止，因兹亵渎，切宜禁断，务令清肃。”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 年）敕曰：“如闻天下寺观，多被军士及官吏诸客居止。狎而黩之，曾

不畏忌，缁黄屏窜，堂居毁撤，寝处于象设之门，庖厨于廊庑之下。缅然遐想，愧叹良深。

自今已后，切宜禁断。其军士，委州县长吏与本将商量，移于稳便处安置。其官吏诸客等，

频有处分，自合遵承。仰敕到当时遣。” 安史之乱的主战场在北方，所以寺观被破坏应该主

要指北方地区的情况。直到宣宗时期，离叛乱已经 90 余年，战争中遭受破坏的寺观却仍然

没有得到恢复。在这样的环境下，安静地沉下心来进行精深的佛学研究肯定是一种不合时宜

的“奢侈”。 

在唐文宗、武宗时代，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在通往五台山巡礼之路上，亲眼目睹今

山东半岛上的好些寺院面临窘境。开成五年（840 年）二月二十七日，圆仁到达登州牟平县

（今山东烟台东旧牟平县）的庐山寺，“未时，入寺宿。只有三纲、典座、直岁五人，更无

僧人。佛殿破坏。僧房皆安置俗人，变为俗家”。三月，圆仁抵达登州（今山东蓬莱、龙口），

“入开元寺宿。……开元寺僧房稍多，尽安置官客，无闲房。有僧人来，无处安置”。连登

州的官寺开元寺都将僧房尽用于安置官客，让僧人无法留宿。三月十五日，圆仁行至莱州

（今山东掖县），“出城外东南龙兴寺宿。佛殿前有十三级砖塔。基阶颓坏，周廊破落。寺无

众僧，仅有二僧。寺主典座，心性平庸，不知主客之礼”。第二天“早朝，常住供吃粥。寺

家无饭，各自求食”。龙兴寺亦为官寺，却依然衰落了。这座寺庙不但经济条件恶劣，僧人

的修养和学问都令人不敢恭维。三月十九日，圆仁至青州北海县（今山东潍坊）观法寺留宿，

见“佛殿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中十二来僧尽在俗家，寺内有典座僧一人”。四月六日，

圆仁抵达长白山（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中著名的醴泉寺，见“寺舍破落，不多净喫。圣迹陵

夷，无人修治。寺庄园十五所，于今不少。僧途本有百来僧，如今随缘散去。现住寺者，三



十向上也”。所谓原来的僧人“随缘散去”，当指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本寺衰落，僧人到别

处去谋生。圆仁的亲身经历充分证明：自安禄山叛乱后，将近 100 年，今山东半岛上的好些

寺院仍然没有恢复生气和昔日的景象。 

在成德镇境内，情况也差不多。开成五年（840 年）四月十七日，圆仁行至冀州堂阳县

（今河北新河县附近），“入城内觉观寺宿。寺舍破落，无有僧徒，只有知寺僧一人，见客不

殷勤。房床铺设，总不勾当”。四月十八日，圆仁“到赵州界宁晋县（今河北宁晋县）东唐

城寺宿。寺极贫疏，僧心庸贱”。四月十九日，圆仁“到赵州（今河北赵县）南开元寺宿。

屋舍破落，佛像尊严。师僧心鄙，怕见客僧”。连官方的开元寺都尚且如此。四月二十二日，

圆仁“到镇州界行唐县（今河北行唐县），入城内西禅院宿。有廿余禅僧，心极闹乱”。这些

禅僧在“心极闹乱”的情况下，必然无法静心修行。 

河北地区众多寺院凋零，主要因为这是安史之乱的主战场。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然没有

学问僧潜心钻研佛学。相形之下，幽州良乡县的云居寺还出现学问和修行均非常出众的高僧

真性。这跟叛乱之后，幽州地区良好的物质条件是分不开的。 

唐代幽州城乃河北北部的军事重镇、经济文化中心。从安史之乱后，直到晚唐，河北地

区仍然具有雄厚的物质和军事基础。正如杜牧所说：“夫河北者，俗俭风浑，淫巧不生，朴

毅坚强，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

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天下无河北则不可，河北既虏，则精

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 据《太平广记》所载，在张直方生活的时代（约唐

武宗至僖宗时期），燕地“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虽然《广记》系小说，但它所依托和

描述的社会背景应当是真实的。 

在唐末五代之际，刘仁恭之子刘守光据有幽州卢龙镇之后，欲称帝。他认为可以凭借的

经济资本之一就是他所自诩的“我大燕地方二千里，……东有鱼盐之饶，北有塞马之利”。

可见即便在安禄山叛乱之后，幽州地区的经济条件还是非常优越。 

按敦煌文书 S.529 背面《诸山圣迹志》所记，在后唐时期，一无名僧人游历到河北地区，

这样叙述当地的情况：“大凡河北道六节廿四州，南北二千里，东[西]一千里，北是外界，

屡犯他（？）骑，西背崇山，东临海溟。桑麻暎日，柳槐交阴，原野膏腴，关闹好邑。” 这

名僧人游历至幽州，这样描述幽州城：“南行三百里至幽州，管九州七县，[城]周围五十

里。……封壃沃壤，平广膏腴，地产绫罗，偏丰梨栗。” 依其所述，在晚唐五代战乱时期，幽

州地区仍然十分富庶。这也为幽州佛教持续繁荣提供了重要基础。 

《真性大德神道碑》叙述真性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管理才干赢得广大信徒的尊重，因而

吸引大量信徒前来布施、做功德。结果，云居寺“佛宇益崇”，“常住滋赡”。其中“常住”

系佛教僧众不可分割之共同财产，泛指所有布施于佛教的财产。而且，从唐德宗贞元至唐宪

宗元和年间，真性还得到幽州地方势力，特别是幽州节度使刘济的施助，刊刻了许多石经。

显然，在安史之乱后，云居寺仍然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资助。这些都是精深的佛学研究得以

延续的必要条件。 

三、戒坛与度牒 

《真性大德神道碑》还隐隐约约透露出一些有关唐后期国家的度牒政策及其施行状况的



关键信息。 

《真性大德神道碑》讲述真性不断受到幽州节度使的礼遇：“元和中，廉察使相国彭城刘

公慕其高节，亟请临坛。手字叠飞，使车交织。”刘济在唐德宗贞元元年（785 年）至唐宪宗

元和五年（810 年）任幽州卢龙节度使。唐宪宗元和五年七月乙卯，“幽州节度使刘济为其子

总鸩死”。而刘总又在唐宪宗元和五年至唐穆宗长庆元年（821 年）任幽州卢龙节度使。目前

还无法判断碑文中的“廉察使相国彭城刘公”是指刘济还是刘总。尽管幽帅热忱相邀，可真

性认为接受节度使的邀请去开设戒坛，即是登“名利之场”。 

值得关注的是：实际上，唐宪宗在即位之初就已经颁布诏敕，禁止设坛私度僧尼。这从

李德裕的上奏可以证明。唐敬宗即位之后，长庆四年（824 年）十二月下旬，李德裕上《王

智兴度僧尼状》曰： 

王智兴于所属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淮水西岸）置僧尼戒坛。自去冬于江、淮以南，所

在悬牓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807 年）后，不敢私度。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

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以来，落发者无虑数万。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

一旦百余人，勘问，惟十四人是旧人沙弥，余是苏、常百姓，亦无本州文牓，寻已勒还本贯。

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髡夫到，人纳二千，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

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事非细，系于朝廷法度。  

李德裕的“江、淮自元和二年后，不敢私度”之语，暗示宪宗至少在元和二年已经颁布

禁止私度之诏敕。 

在唐文宗开成三年（838 年），入唐巡礼的日本僧人圆仁称：“大唐太和二年以来，为诸

州多有密与授戒，下符诸州，不许百姓剃发为僧。唯有五台山戒坛一处，洛阳终山琉璃坛一

处。自此二外，皆悉禁断。” 日本的小野胜年先生已经根据《旧唐书•李德裕传》所载“江、

淮自元和二年后，不敢私度”，判定圆仁所记“太和二年”可能系“元和二年”之误。白化

文先生根据《嵩山会善寺戒坛记》之文，认为“洛阳终山琉璃坛”的“终山”乃“嵩山”之

误，应该指唐高僧一行所创立的“嵩山会善寺琉璃坛”。总之，自元和二年之后，朝廷承认

的戒坛仅有五台山和嵩山两处。但圆仁却说“诸州多有密与授戒”，说明禁令执行不严。 

唐敬宗刚即位，“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货无厌，以敬宗诞月，请于泗州置僧坛，度人资

福，以邀厚利”。起初，皇帝“诏可”。结果，“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李德裕上奏皇帝，

直陈其弊端，皇帝“即日诏徐州罢之”。如上文所引《王智兴度僧尼状》，李德裕阻止王智兴

滥度僧尼，主要是担心有人借此“规避王徭，影庇资产”，江、淮以南会失去“六十万丁壮”。

这无疑会对唐朝的经济命脉产生重大影响。对此问题，下文将进一步分析。我们先看幽州卢

龙镇的情况。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 年），在朝廷讨伐成德镇王承宗之时，刘济、刘总父子曾率领幽州

镇兵助战。元和五年七月，朝廷与成德镇的战争陷入僵局，“时招讨非其人，诸军解体，而

藩邻观望养寇，空为逗挠，以弊国赋。而李师道、刘济亟请昭雪，乃归罪卢从史而宥承宗，

（唐宪宗）不得已而行之也”。卢从史时任昭义节度使，并在朝廷与叛臣王承宗之间首鼠两

端。在宪宗朝，幽州镇与朝廷保持和睦。在唐廷平定藩镇的战争中，尤其是讨伐成德镇王承

宗的重大军事行动中，幽州镇属于朝廷笼络和拉拢的对象。宪宗十分看重幽州镇对王承宗的

牵制力。由于形势所迫，对刘济所提的不合规矩的要求，中央政府尚且姑息而从之。照此推



之，对幽州节度使（无论是刘济，还是刘总）违反诏敕、置戒坛度僧尼之事，朝廷更不会过

问和处罚。刘济或刘总对这些利害关系可能早就算好了。如果真性接受刘济或刘总的邀请，

开坛度僧，宪宗就算知道，为了战争之大局，也会佯装不知。 

在唐宣宗朝，幽州节度使张允伸还两次公开开设戒坛。按《魏州故禅大德奖公塔碑》所

记，奖公在唐宣宗“大中五年（851 年），伏遇卢龙军节度使张公奏致（置）坛场。和尚是

时，戒相方具。而后大中九年，再遇侍中张公重起戒坛于涿郡。众请和尚以六逾星纪三统讲筵，

宣金石之微言，示玉毫之真相。三千大千之世界，靡不瞻依。十一十二之因缘，竟无凝滞”。

张允伸在大中四年（850 年）至咸通十三年（872 年）任幽州节度使。那么，《奖公塔碑》中

的“卢龙军节度使张公”和“侍中张公”当指张允伸。他于大中五年和大中九年两次在幽州

地区公然开设坛场，完全无视朝廷的禁令。而唐廷对张允伸一直恩宠有加，倚重他守卫东北

边疆。他对朝廷亦十分恭顺，在当地民政、抵御外敌方面皆值得称道。正如牛僧孺所说，“自

安、史之后，范阳非国家所有”。“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对其可以

作为“爪牙之用，固不计于逆顺”。自安史之乱后，幽州镇的赋税本来就不“上供”中央，

即使当地因度僧过多，酿成民众隐匿资产或劳动力流失的恶果，也绝对与中央财政收入无涉。

在这种情形下，唐廷着实没有必要撕破脸皮指责其节度使开坛度僧之事。 

在同属“河朔藩镇”的魏博镇，节度使何进滔在唐武宗时设戒坛度僧尼，也不见朝廷干

预。开成五年（840 年）四月十三日，圆仁行至魏博镇所辖的贝州（今河北清河县附近）城

里开元寺住宿，听说“中丞申节度使，于开元寺新开坛场，牒报街瞿，令人知闻。从诸州来

受戒僧四百有余。昨日坛场罢，新戒僧尽散去”。四月十四日，圆仁斋后返回开元寺。“晚际，

入戒坛院，见新置坛场：垒砖二层，下阶四方各二丈五尺，上阶四方各一丈五尺。高：下层

二尺五寸，上层二尺五寸。坛色青碧。时人云‘取琉璃色’，云云。” 贝州不仅度僧，还设

有“尼众戒坛”。四月十五日，圆仁“斋后入善光寺，见尼众戒坛。堂里悬幡铺席，以绳界

地。不置坛，平地铺着，以为戒坛。明日起首可行道受戒”。很明显，皇帝禁止私度僧尼之

诏敕在魏博镇亦成为一纸空文。 

细检史籍，笔者只见中央政府对江淮地区的私度采取过措施。而如前述，在唐敬宗

时，李德裕上奏弹劾王智兴置戒坛之举，皇帝下诏禁止。另外，唐敬宗宝历二年（826

年）三月“辛未，江西观察使殷侑请于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宝历寺置僧尼戒坛。敕殷侑

故违制令，擅置戒坛，罚一季俸料”。唐文宗《条流僧尼敕》曰：“不得度人为僧尼，累有

明敕。切在提举，惟我元元。务在长育，擅有髡削，亦宜禁断。”又云：“天下更不得创造寺

院、普通、兰若等。如因破坏，即任修葺。”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 年）十月“己酉，江西

沈传师奏：皇帝诞月，请为僧尼起方等戒坛”。文宗诏曰：“不度僧尼，累有敕命。传师忝

为藩守，合奉诏条，诱致愚妄，庸非理道，宜罚一月俸料。” 文宗处罚沈传师之后不久，

十一月甲申，“帝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文宗在这次《南郊赦文》中指出：“缁黄之众，蚕

食生人，规避王徭，凋耗物力，应诸州府度僧尼、道士，及创造寺观，累有禁令，尚或因

循。自今已后，非别敕处分，妄有奏请者，委宪司弹奏，量加罚责。其百姓中，有苟避徭

役，冒为僧道，所在长吏，量为科禁。” 显然，文宗禁止私度僧尼主要还是为了国家经

济、中央财政收入。文宗又在大和九年（835 年）七月“丁巳，诏不得度人为僧尼”。可

见，从宪宗开始，皇帝就屡次下诏，禁止私度。从上引材料中，也确实仅看到中央对江淮



地区的私度采取过惩罚官员的措施。中央对其他地方的私度行为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对关系朝廷经济命脉的江淮地区却十分警觉。在安史之乱后，唐廷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

东南地区的江淮八道。河北三镇“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

土”。因此，江淮地区僧尼太多，直接影响中央的赋役征调和财政收入。而河北地区的财

政，几乎是藩镇“自负盈亏”，僧尼数目过多，招致赋税收入或劳动力减少的恶果，多半也

只是藩镇自己的事情，对中央财政着实无关痛痒。所以，唐廷对江淮地区的私度行为非常

揪心，而对其他地区不会盯得太紧，甚至撒手不管（特别是相对独立的河朔藩镇）。无论从

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经济收入考虑，中央政府“不能”，也“没有必要”干涉河北藩镇置坛

度僧尼之事。 

四、幽州与长安佛教的互动 

中晚唐以降，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幽州卢龙镇俨然自为一体，但在佛教文化方面，

它与长安仍然有交流和互动。 

《真性大德神道碑》谈及真性的弟子惠增“早岁辞乡，游京就学。曾于荐福寺讲《大花

严经》，声振洪都，艺交清级。众称开士，时谓入流”。惠增早年在幽州师从真性，后来到京

师长安学习佛学。他在荐福寺讲经一事值得予以特别关注。荐福寺位于长安开化坊，与皇城

仅隔两坊，为唐中宗的藩邸所改。中宗复辟后对它大加营饰，使之成为长安乃至整个唐朝的

译经中心。荐福寺在律宗、华严宗发展史上有过光辉的历史。在唐前期，义净在荐福寺译经，

偏重于律部。至唐中宗时，道岸律师在荐福寺讲律，实叉难陀和法藏在该寺弘扬华严。直到

晚唐时代，荐福寺仍有僧人入内道场。在中晚唐时期，荐福寺成为文人居住及进行各种社会

交往的重要场所，是达官贵人题名之地，盛行俗讲，还设有戏场。惠增在这座名寺中宣讲《大

花严经》，博得广泛赞誉，足证其学术水平。这也暗示：作为一名僧人，无论学问多好，必

须获得京城佛教界人士的认可，才能真正算作“入流”。《真性大德神道碑》刻意书写真性的

弟子在长安名寺讲经的辉煌经历，说明当时的幽州人十分看重这一点。这也是通过记录弟子

的业绩来给师父贴金，发挥榜样示范效应。 

在安史之乱后，虽然河朔藩镇割据，但在卢龙镇仍然有僧人惠增赴长安学习，以登上京

城名寺之讲席、获得长安佛教圈的认可为荣耀。这亦从侧面证明：尽管安史之乱对北方佛教

冲击甚大，两京地区的佛刹遭遇重创，但长安作为东亚佛学中心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动摇。

自战乱之后，长安不仅还是名僧荟萃之地，而且佛教的硬件设施仍然具有其他地域无可比拟

的优势。在会昌毁佛期间，圆仁称：“长安城里坊内佛堂三百余所，佛像、经楼等庄校如法，

尽是名工所作。一个佛堂院敌外州大寺。”  

《宋高僧传》载：“释可止，姓马氏，范阳大房山高丘人也。年甫十二，迥有出俗之心，

依悯忠寺法贞律师。”他游历真定、五台山、并部、河池，“后于长安大庄严寺化徒数载”。

可止于唐昭宗乾宁三年（896 年）“进诗，昭宗赐紫袈裟，应制内殿”。在晚唐时期，原本生

长于幽州、在悯忠寺受戒的可止，最终跻身于长安名寺——大庄严寺教化徒弟，并得到皇帝

“赐紫”的荣宠。相信这也是令众多幽州僧人非常艳羡的境界。 

安禄山叛乱使长安佛教受到巨大冲击，但幽州僧人还是对京城的佛学具有“朝圣”的心

态。在长安名寺获取一席之地或得到皇帝颁赐的紫衣袈裟仍然是他们心目中的光荣与梦想。



这充分表明：自中晚唐以来“不为王土”的卢龙镇与中央在佛教领域仍然有人才流动、文化

交流。只要这一“朝圣之旅”不被阻断，卢龙镇跟朝廷就不能完全脱离关系。 

当然，位于东北边疆地区的幽州也绝非长安佛教文化的被动接受者，它对京城的佛教也

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中唐时期，长安禅定寺僧人明准亦模仿和学习幽州良乡县刊刻石经之举。

明准“生缘本天台灵墟道场，出俗游方。至京邑，观古之神僧智苑于范阳北山刊石写经灌铁，

以俟慈氏下生，免水火之虞。又东洛长寿寺写《华严》，圣善寺写《法华》，嵩山岳寺写《楞

伽》，悉刊贞珉，皆图不朽。准遂于贞元戊寅岁春正月，见寺僧錾山攻石，石悉顽恶，知匠

氏不虔，山灵秘𠫤。时准疏告阴灵，请裨善务。俄于定中见若干幅贮无量石，冥冥之间，如

有宰割，皆中刻字。时连率博陵崔公激劝幕府参佐各书一品，从《序》至《劝发》，凡二十

八。圆廊挺立，不期毕工。准之化人，皆此类也。元和元年八月中也”。明准在唐德宗贞元

戊寅岁，即贞元十四年（798 年）开始模仿智苑雕刻房山石经的举动，以“图不朽”。直到唐

宪宗元和元年（806 年）八月才完成，历经九年。这一功德事业还赢得贵族官僚的支持。这

再次证明：虽然安史之乱后，中央与幽州镇在政治上存在隔阂，但并不妨碍长安与幽州在佛

教文化方面的交流和互相学习。 

中晚唐河北藩镇虽与朝廷对峙，但朝廷依然对河朔地区执行科举制度，当地士人仍对科

举仕进持积极态度。特别是幽州镇在中晚唐时期涌现出大量士人。在文化政策方面，河北藩

镇对朝廷有支持和配合，不是完全僵化对立。实际上，自安史之乱以后，幽州镇和朝廷的文

化交流，不仅体现在儒学和科举制度层面，还体现在佛教文化方面。这就如同晚唐时期归义

军与唐中央政府的关系。归义军在政治上相当于一个“独立王国”，它与唐廷在政治上的明

争暗斗并不影响文化上的交往，敦煌、长安两地佛教界的交往也没有断绝。 

五、会昌灭佛对幽州佛教的影响 

唐朝是中国佛教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遭遇了至为严酷的

“会昌法难”。对这一重大事件，众多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很多学者认为唐中

叶以后，河北藩镇骄纵跋扈，其节度使又都敬信佛教，因此他们不遵奉唐武宗毁佛的命令，

“会昌灭佛”的影响不及河朔地区。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 年），圆仁在回国途中写道：“三四年已来，天下州县准敕条流僧

尼，还俗已尽；又天下毁拆佛堂、兰若、寺舍已尽；又天下焚烧经像、僧服罄尽；又天下剥

佛身上金已毕；天下打碎铜铁佛，称斤两，收捡讫；天下州县收纳寺家钱物、庄园，收家人

奴婢，已讫。唯黄河已北镇、幽、魏、路（潞）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拆[寺]舍、不条

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频有敕使勘罚。云：‘天子自来毁拆焚烧，即可然矣，臣

等不能作此事也。’” 汤用彤先生根据圆仁的这段记载，认定会昌毁法至为严厉，但河北幸

免。按照这一逻辑，冯金忠先生进一步提出：河北的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不仅没有受到破坏

和冲击，相反，会昌法难是河北佛教发展的重要契机。许多高僧投奔河北避难。当时身为幽

州节度使的张仲武在当地应该“不拆寺舍、不条流僧尼”。照此推之，幽州地区当不受法难

之影响。但是，地方政府的政策与当地佛教的实态虽有关联，却不能简单等同。佛教本来就

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众等诸层面，不完全是政府的态度和措施所能决定的。 

会昌五年（845 年）秋七月庚子，武宗“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据令



式，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

州寺并废。’” 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

吏宜于道观。” 幽州作为上州，按规定当留寺一所。据《元一统志》追述，“武宗会昌五年

下令毁削佛寺，幽燕八州惟悯忠独存”。但时任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可能敷衍中央的命令，表

面上宣称只保留悯忠寺，其实并未认真执行。因为在中古时代，许多佛教碑刻对寺院遭受法

难破坏的情形都有记录，但幽州地区的佛寺碑铭却少有这类记载。《真性大德神道碑铭》称

正准备给真性大德刻碑之际，“俄属先朝大兴沙汰，寺皆毁废，僧遁林岩。洎佛日重明，屡

更星岁”，真性的七名弟子中，“唯宝定存焉”。这似乎暗示云居寺亦遭受会昌法难的冲击。

辽穆宗应历十五年（965 年）《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又追述道：“岌岌碧岩，不畏会昌

之毁。” 显然，云居寺在这场法难中仍然幸免于难。综合各类材料观之，张仲武对武宗毁佛

的诏令，肯定没有严格执行。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会昌法难仍然对幽

州地区的佛教事业造成负面影响。 

1．会昌毁法对幽州佛教功德事业的冲击 

按《真性大德神道碑》所记，弟子安葬了真性，起塔瞻仰，并欲刊刻石碑记其德行。可

是“良工方购，朴而未形。俄属先朝大兴沙汰，寺皆毁废，僧遁林岩”。“良工方购”指弟子

们和雇工匠来刊刻石碑，可惜还“朴而未形”就遭遇“会昌灭佛”，工程被迫停下。而如前

述，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消极执行中央毁佛的命令。由此可以推定：仲武或幽州当地官吏不会

干预和阻止真性神道碑的刊刻。但是佛教事业实为一复杂之系统和链条。云居寺，甚至整个

幽州地区的佛教功德事业可能还是受到冲击，详见下文分析。 

《妙法莲华经》详细记录了制作佛像的材料：“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像，刻雕成众相，

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宝成，鍮石、赤白铜、白蜡及铅、锡，铁、木及与泥，或以胶漆布，严

饰作佛像。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 在具体实践中，唐代造像也大体采用经典规定的材

料，同时亦有不少金、银铸成之佛像。 

在唐代，用鍮石铸造佛像和佛教用品十分常见，鍮石制成的香炉也常在文献中出现。如

长安佛寺中就有鍮石制造的佛像。在长安常乐坊赵景公寺华严院中，有“鍮石卢舍立像，高

六尺，古样精巧”。长安大同坊云华寺的圣画“堂中有于阗鍮石立像，甚古”。圆仁在长安求

得“鍮石印佛一面（小注：一百佛）”。唐文宗“大和三年（829 年），诏佛像以铅、锡、土、

木为之，饰带以金银、鍮石、乌油、蓝铁，唯鉴、磬、钉、镮、钮得用铜，余皆禁之，盗铸

者死”。这份诏书证明民间社会有利用贵金属制作佛像的喜好，也暗示在文宗朝，唐代社会

已经面临贵金属短缺的困境。在武宗下诏毁法之时，中书又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

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

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

内依旧。” 这说明时人铸造佛像常用金、银、铜、铁、鍮石，还有土、木、石。其中许多材

料并非幽州地域的土特产。 

据汪籛先生研究，河北道所辖全境，除边郡不能确知外，皆盛产蚕丝，各郡所贡皆丝织

品之精美者。河北道丝织业发达，是唐代纺织工业之中心。唐耕耦先生认为：从房山石经来

看，天宝时期纺织业邑会多，与幽州地区纺织业发达密切相关。按上引敦煌文书 S.529 背面

《诸山圣迹志》所述，在后唐时期，幽州“封壃沃壤，平广膏腴，地产绫罗，偏丰梨栗”。



这说明从安史之乱后，直到晚唐五代，幽州地域的纺织业仍然十分繁荣。 

其实，房山石经题记中的手工业、商业行会大部分属于纺织业，与河北道的土贡大致吻

合。《唐六典》规定：各道“任土所出，而为贡赋之差”。即全国各地的土贡均以当地出产的

产品为依据。幽州节度使辖区内的莫州（今河北保定市、文安县、任丘市）贡“绵”，瀛州

（今河北河间市）贡“绢”，幽州（今北京地区）贡“范阳绫”。顺理成章，幽州地区出现各

种纺织业行会。在佛寺中，纺织品能用于包裹佛经，制作幡盖、缯彩以供养佛，用作装饰，

等等。但仅拥有这些生产部门，并不足以全面支撑起佛教建筑、造像和刻经事业。这些事业

所需之原材料石头、蜡、木材、玉、贵金属等，均不在河北地区的土贡范围之内。所以，幽

州佛教功德事业的原料当主要依靠市场流通，而不可能由当地自给自足。这又牵涉到这些材

料的分布地域及手工业工匠的情况。 

受小农经济的影响和法令的制约，唐代手工业技术秘不外传，只授予家族内部成员，世

代沿袭。唐代手工业还有地域聚业的特点。因受各地条件和环境影响而形成同一地区生产相

同或相类的产品，或某地以制造某种商品闻名。地方聚业的形成，与世业承传有密切关系。

房山石经题记中与金石相关的行会，只有生铁行。因此，在幽州地区，金银铁器、泥瓦、石

器制造这类工匠很可能多系外来户。 

唐代产、贡金银的州府，大都在南方地区。岭南地区是唐朝境内最重要的金银生产地和

来源地，中央政府有严密的制度和措施控制岭南地区的金银生产。在唐前期，金银器生产主

要由官府控制，以两京地区为中心。在中晚唐时代，长安、洛阳仍然是北方金银器生产的中

心。但是，南方作为金银的主要产地，其金银制造业迅速发展。地方官府、个体工匠制品进

入市场、也供应朝廷。《太平广记》云：“唐定州安嘉县人王珍，能金银作，曾与寺家造功德，

得绢五百匹。同作人私费十匹，王珍不知。”《广记》虽为小说，但其故事内容亦有所本。此

故事暗示幽州附近的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当有金银匠活动。尽管如此，受原材料产地限制，

金银制作在幽州及附近地区应该规模不大。而这一行业又和佛教功德事业密切相关。 

《新唐书•食货志》曰：“江淮多铅锡钱。” 唐宪宗曾颁布《条贯江淮铜铅敕》，规定：

“江淮诸州府收市铜铅等，先已令诸道知院官勾当。缘令初下，未尽颁行。宜委诸道观察等

使与知院官切共勾当。事毕日仍委盐铁使据所得数堪会闻奏。” 显然，江淮地区系铜、铅和

锡的重要产地，其中铜、铅由国家严格掌控。而铜、铅和锡均为铸造金属像和金属供养具所

必备之原料。但这些材料又皆非幽州地区的特产。 

建造佛寺，还需要大量木材。可是，在幽州地区，修建寺庙的木材仍然需要依靠外地供

给。 

据唐临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 年）所撰《冥报记》，“幽州沙门释智苑，精练有学识”。

他在隋大业中发愿雕造石经，得到笃信佛法的隋炀帝萧皇后及其弟萧瑀的资助，结果“朝野

闻之，争共舍施，故苑遂得其功”。“苑尝以役匠既多，道俗奔凑，欲于岩前造木佛堂并食堂

寝屋。而念木瓦难办，恐分费经物，故未能起作。一夜暴雨，雷电震山，明旦既晴，乃见山

下有大松柏数千株，为水所漂流积道次。山东少材木，松柏尤稀，道俗惊骇，不知来处。推

寻踪迹，逐自西山，崩岸倒木，漂送来此。于是远近叹服，谓为神助。苑乃使匠择取其木，

余皆分与邑里。邑里喜悦，而共助造堂宇，顷之毕成，皆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经已满七室，

以贞观十三年（639 年）卒，弟子犹继其功。”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 年），幽州节度使刘济



所撰《涿鹿山石经堂记》也记录了类似的传说：“济封内山川，有涿鹿山石经堂者，始自北

齐。至隋沙门静琬睹层峰灵迹，因发愿造十二部石经。国朝贞观五年（631 年），《涅槃经》

成。其夜山吼三声，生香树三十余。本六暴月，水浮大木数千株于山下，遂构成云居寺焉。……

元和四年四月八日记。” 日本的气贺泽保规先生认为：上引《冥报记》及《涿鹿山石经堂记》

所载传说有一定的真实性。这些传说真实与否姑且不论，其表述方式背后所隐藏的信息即：

云居寺所在的幽州良乡县及附近地区木材不足，建寺不能就地取材，且木材的运输存在一定

困难。所谓“木瓦难办”，“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少材木，松柏尤稀”云云，应该反映了真

实情况。僧俗信徒对漂来的大松柏“推寻踪迹，逐自西山”，即这批大松柏可能来自幽州西

郊之群山，它们属于太行山脉。 

幽州地区不仅缺乏木材，还缺乏技艺精湛的石匠。 

唐代所刻房山石经《佛说当来变经》（无纪年）云：“爰有清信士幽州都督府虞侯（候）

校尉、上骑都尉周文奭性悟三乘、心明八解，”他和妻子、子孙共同“敬造《菩萨饲饿虎经》

一部，存亡供养。召寰中之绝伎，征象外之良工。精思入神，琱镌尽相。与乾坤而并固，将

玉石而同坚者矣”。其中“召寰中之绝伎，征象外之良工”已经暗示其附近地区没有擅长雕

刻石块的良匠。 

唐玄宗开元十年（722 年）四月八日建、易州（今河北易县）前遂成县书助教梁高望撰

《大唐易州新安府折冲李公石浮图之铭》曰：“清信士易州新安府折冲都尉李文安游心正觉，

妙达苦空，知劳生之有涯，设津梁于彼岸。乃于范阳县西云居寺，为亡妻河东郡君薛氏敬造

石浮图一所。……远召良工，班输以之呈巧。” 建造石浮图需要“远召良工”，可见幽州及

附近地区缺乏堪与鲁班或公输般相媲美之能工巧匠。此石浮图确实做工精细：“盘螭隐伏，

与云绛而相交；灵凤将翔，共阳乌而接翼。飞空七级，状多宝之移来；腾虚四回，疑众仙之

涌出”，“象妙难名，约敷厥美，冀同拂石，万劫兹山。” 即便在唐朝最繁荣安定的开天时期，

在幽州地域商业、手工业鼎盛之时，制作精致的石浮图尚且需要“远召良工”。在安史之乱

后，恐怕更难就近觅到技术高超的石匠。估计会昌年间弟子为真性刻碑所求之“良工”亦从

外地和雇而来。因会昌灭佛政策极为严厉，外地工匠或许不敢公然接受幽州佛寺的雇佣，导

致真性的神道碑无法及时刊刻。 

总之，由于节度使张仲武消极执行中央的灭佛政策，幽州地区受“会昌灭佛”的冲击不

大。照此推断，各阶层信徒仍然能够在精神层面奉佛，在日常生活中念经、参拜佛和菩萨。

但是，佛教实践乃一复杂之体系。在幽州地域，佛教功德事业十分盛行。在刻经、造像、供

品、庙宇建造和装饰方面，对相关材料和工匠的需求量都不小。但这些工程的运转又不能完

全依赖当地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市场流通来支撑，由一整套商业活动和产业链条来

确保。武宗对佛教的打压虽然不太可能完全禁断与佛教功德有关的商品、工匠流入幽州地区，

但极有可能使这一链条的某些环节发生堵塞，间接影响幽州地区的佛教事业。只是相关材料

匮乏，无法进一步详细论证这一问题。 

唐宣宗即位之后，于会昌六年（846 年）五月下诏恢复佛教。“新天子姓李。五月中大

赦。兼有敕：‘天下每州造两寺。节度府许造三所寺。每寺置五十僧。去年还俗僧年五十已

上者许依旧出家。其中年登八十者国家赐五贯文。’” 南叙所撰《悯忠寺重藏舍利记》称：

在隋文帝仁寿年间分舍利之时，幽州长官窦抗曾创立五层大木塔、并藏舍利于其下。在唐文



宗时，“天火焚塔”，“至宣宗初登宝位，岁在丙寅，敕修废蓝，将兴畚□，得石函于故基下。

时旌麾清河公，晓示人天，溥令供施，迁藏于悯忠寺多宝塔下”。“清河公”指时任幽州节度

使张仲武。唐宣宗即位不久，就颁布诏敕兴佛，张仲武立即响应，到悯忠寺施钱供奉舍利，

明确表示支持朝廷复兴佛教。 

幽州地方政府已经明确表态鼓励和支持佛教事业，真性之碑的刊刻却没有立即进行。按

碑文所记，最终由弟子宝定和曾任云居寺寺主的弘信一同在唐懿宗咸通八年（867 年）十一

月四日刻成《真性大德神道碑》。这距离弟子们在会昌五年（845 年）左右倡议立碑已经 22

年。 

    2．会昌法难阻碍幽州与河东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 

幽州与河东地区在地缘上相邻，两地在佛教方面一直有交流。早在唐前期，河东地区的

信徒就参与了良乡县的刻经事业。《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曰：“时燕赵佳人，幽并侠客，不

远千里，动盈万计，皆相与褫。脩袖牵长，緪揭石版。跻□□□□□□□□下，左右徒呼，

□作朋至。……开元□四年二月八日建。” 在中唐时期，有僧人“释幽玄，俗姓刘，幽州人

也。夙怀出俗之愿，年及弱冠，方遂前心，投并州贤禅师而了玄契”。幽玄本是幽州人，却

投到河东僧人门下出家为僧。开成五年（840 年）四月二十五日，圆仁从河北向五台山行进，

在经河北曲阳至太行山的途中，遇见“巡礼五台山送供人僧尼女人共一百余人”。气贺泽保

规先生根据此条材料，推测同一时期云居寺也聚集了许多“巡礼”的信众。五台山与云居寺

两地位置接近，巡礼的表现与时间一致，说明当时五台山和云居寺形成一系列“巡礼”热线。 

不仅是民众，幽州官方也与五台山的佛教有交流。圆仁在开成五年（840 年）七月三日，

抵达五台山大历灵境寺。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 

于寺三门西边有圣金刚菩萨像。昔者于太原、幽、郑等三节度府皆现金刚身。自云：“我

是楼至佛。身作神，护佛法。埋在地中，积年成尘。再出现，今在台山灵境寺三门内。”三

州节度使惊怪，具录相貌，各遣使令访。有二金刚在寺门左右，其形貌体气一似本州所现，

体色同。其使却到本道报之。遂三州发使来，特修旧像，多有灵验。具如碑文，写之在别。 

圣金刚菩萨属于密宗菩萨，又译持金刚、执金刚，身呈青金色，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

金刚铃，表示金刚部菩萨摧毁魔敌之坚毅、智慧。圣金刚菩萨化现于河东、幽州、郑州节度

使府，三州节度使均派遣使者访求这一神灵的所在地，还特派使者修缮其像。这则传说可能

包含佛教徒渲染的成分，但也当有所本。五台山中供有密教圣金刚菩萨像，河东、郑州、幽

州节度使对这一信仰的传布起过推动作用当为事实。由此可以推定：幽州地区的密教也受到

附近五台山的影响。 

在唐武宗毁佛期间，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封刀居庸关，阻止五台山游僧入境，实际阻碍了

幽州与河东两地的佛教文化联系。这说来话长。 

张仲武夺得幽州节度使之位，主要依靠了朝中宰相李德裕的策划和帮助。正如陈寅恪先

生所说：“然非李文饶（即李德裕）之策略，仲武亦未必遽得为镇将也。” 唐武宗会昌元年

（841 年），张仲武为夺取幽帅之位，先派奏事官到李德裕宅密奏，得到朝廷认可。事成之

后，张仲武对朝廷一直十分恭顺，还给李德裕送礼。这就意味着张仲武对李德裕的权势具有

依附性。这就决定了在会昌灭佛期间，张仲武不能完全无视李德裕的命令。 

李德裕在武宗朝决策用兵，击溃回鹘、平定泽潞，颇有治绩，名声和威望非常高，以至



于“（河朔）三镇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为忠义，指意丁宁，使归各谓其帅道之，故河朔

畏威不敢慢。后除浮屠法，僧亡命多趣幽州”。对此，“李德裕召进奏官谓曰：‘汝趣白本使，

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独不见近日刘

从谏招聚无算闲人，竟有何益！’张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关曰：‘有游僧入境则斩之。’” 据张

国刚先生研究，进奏院是唐后期藩镇驻京城的联络机构。其长官为都知进奏官，又称进奏吏、

邸吏等。进奏院起到沟通中央与地方的桥梁作用。它的其中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十分迅速、具

体、翔实地传递中央的诏令、文牒。张先生所举的例证之一就是李德裕为向卢龙镇贯彻朝廷

灭佛的政令，通过进奏院从中递转，达到了预期效果。张仲武惧怕李德裕，不敢公开反对或

不执行其命令，因此做出封刀居庸关的举动。小野胜年先生认为：张仲武虽然不许游僧进入

居庸关，但他在幽州境内恐怕未全面执行朝廷令僧尼还俗的命令。 

从五台山所在的代州（今山西代县、五台县、繁畤县）到蔚州（今山西灵丘县），再到

妫州（今河北怀来县东南），通过居庸关至幽州，为太行山主要陉道之一，也是幽州向西北

取此道，再往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通向长安之一道。自唐中叶以后，河北藩镇跋扈，

河北北部诸州与长安之交通多取妫、蔚、代州、太原道，其中居于妫、幽之间的居庸关系中

古太行八陉之最北陉道，为天下之险。那么，幽州与河东地区（特别是五台山）的交通（包

括佛教方面的交流）亦多半取此道。河东地区的佛教因子可能也多半通过此道传入幽州地区。

从会昌毁法时，众多五台山僧人经过居庸关逃往幽州来看，这条通道原本当为两地僧界进行

交流之要路。 

其实，张仲武本人十分推崇佛教。他曾经施舍俸禄雇人抄写佛经。“张仲武为幽州节度。

故事，每有新帅，多创招提以邀福利。仲武曰：‘劳人求福，何福之有？’因出己所俸，择

吏之清洁者，厚给其家，使市纸于江南远佣。其善书者录其释氏之典，传之于人。因谓其宾

客曰：‘此非敢求福贵，助其教化耳。’” 他还礼请过盘山的道宗禅师。在会昌法难中，张仲

武阻止五台游僧入境，一是为了对朝廷和李德裕有个交待，二是出于实际的社会秩序考虑，

并非真心反对佛教。但是他的这项措施，一方面固然阻止了五台山僧人从太行山、河东地区

进入幽州；另一方面也会让幽州的僧人不能随意通过居庸关去河东地区（怕有去无回）。毫

无疑问，两地的佛教文化交流受到影响。 

自唐宣宗兴佛后，河东与幽州地区的佛学交流恢复正常。 

大中兴佛之后不久，就有燕地僧人巡礼五台山。“释常遇，俗姓阴，范阳人也，出家于

燕北安集寺。……大中四年（850 年），杖锡离燕，孤征朔雪，祁沍千里，径涉五峰，诣华严

寺菩萨堂。”他在文殊降龙之处袐魔岩结茅修行。“释智江，俗姓单，幽州三河南管人也。”

“唐乾宁四载（897 年），（智江）始年十五，诣盘山感化寺遂成息慈，息慈业备。天复三祀

（903 年），往五台山梨园寺纳木叉法。” 息慈乃梵语沙弥之旧译，即初入佛门息世情，行慈

济之义。木叉为波罗提木叉之异称，译言别解脱，为戒律之一名。很明显，智江先在幽州地

域内的盘山感化寺受沙弥戒，然后又赴河东地区的五台山受解脱律。在佛教界，称小乘学徒

为“木叉提婆”，唐言“解脱天”。所以，智江在五台山所受乃小乘戒律。 

至五代时期，亦有幽州人到河东地区出家。如“释从彦，姓米氏，燕人也”。他十五岁

时，“父母听许出家于并部慧觉禅院也”。从彦“历晋、汉、周三朝，皆加恩命”。 

综上所论，会昌毁佛的确给幽州、河东两地的佛教文化交流造成一定障碍，但时间非常



短。 

六、结  语 

本文通过考察《真性大德神道碑》，拓展分析了安史之乱、会昌法难对幽州佛教的影响，

揭示出中晚唐幽州－卢龙镇佛教之特性。 

幽州地区是律宗的重要基地，出现学问修行都很高的代表人物真性大德。中晚唐的幽州

也和其他许多地域一样，禅律并行。虽然安史之乱对北方佛教造成巨大冲击，以往需要大家

族供养的佛教义学研究因经济破坏而衰落。但幽州的经济条件仍然十分优越，云居寺在战乱

后仍很兴盛，得到众多富裕施主的供养。这为精深佛学研究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

件。 

中晚唐以降，朝廷出于经济考虑，屡次下诏禁止私度僧尼。但幽州节度使却毫无顾忌地

在自己的辖区内邀请高僧开设戒坛度僧，唐廷对这类事件又往往不加干预。这与安史之乱后，

河朔地区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俨然成为“独立王国”密切相关。但卢龙镇的僧人对长安

的佛学仍然十分向往，以在京城名寺立足、获得皇帝所赐紫衣袈裟为荣耀。长安僧人也模仿

幽州刊刻石经的做法。政治上的隔阂和争斗并不影响双方在佛教文化方面的交流和互动。 

在会昌毁佛期间，幽州地区受自然条件、手工业门类的限制，佛教功德事业受到冲击，

与河东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暂时受阻。但各阶层民众信仰佛教的热忱不变，精深佛学文化的

主要传承者——高僧的传法和佛学研究未见受影响。换言之，当地佛学延续和发展的最重要

的根基没有被动摇。正是这股“有生力量”支撑着幽州佛学和佛教事业的持续繁荣。这也为

后来辽朝南京道佛学研究发达、成为东亚佛学之中心奠定了基础。 

[原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六卷（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1—21 页。注

释从略。] 


